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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promo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requires a suitable transform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mbin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channel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using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wo-dimensional four-quadrant,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individual entrusted transformation model, individual direct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institution-driven transformation model.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model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s practice, and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a, can help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ransformation model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formu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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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是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能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不竭发展动力。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周期逐渐缩短；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创新成果应用的需求日益迫切。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更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提供了重大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1]。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随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重新修订，《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相继颁布，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正式形成[2]。在党中央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出台配套法规、政策措施及实施细则，探索形成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分类管理是提高科技政策效果的重要路径，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必要根据各类机构的使命职责、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3]。研究表明，合适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能够显著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与落地实施[4]。因此，对国内外常见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进行系统性分类，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转化模式，是现阶段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那么，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分成哪些模式？比较不同的转化模式，它们各自具有哪些优势，在我国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不同转化模式的有效运行依托于哪些关键条件？为了更好地问答以上问题，本研究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和过程双重理论视角，在细致梳理国家政策、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基础上，构建基于科技成果转化核心驱动力和转化渠道的分类框架，并对不同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特征、优势、问题以及适用条件进行深入分析。
2  文献回顾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依据过程视角和动力视角对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进行分类。其中：
过程视角的研究主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与环节展开讨论，例如，杨栩等[5]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是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运作模式，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归纳为自行投产、技术转让、委托开发和联合开发4种模式；黄平等[6]根据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流程，提出基于成果导向、供需衔接、中试孵化和产业化等关键环节分类组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常旭华等[7]依据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和收益形式，总结出技术许可、技术转让和技术入股3类成果转化模式；此外，根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意愿、科技成果价值以及科研人员行为决策，常旭华等[8]提炼出“技术超市”、重大攻关、技术秘密转让和体外循环4种转化模式；靳瑞杰等[9]基于过程性视角，依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总结了大学衍生企业、技术许可、技术入股、产学研合作和学术参与5种转化模式。
动力视角的研究主要围绕动力因素和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如马松尧[10]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共同驱动的结果，其中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科研机构的转化意愿以及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追求构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驱动力，而相关政策法规、成果转化的资金来源和收益分配方式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外在动力；胡振亚[11]依据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到推动与主导的核心作用的主体类型，将科技成果转化区分为自主直接转化模式、市场间接转化模式、推广转化模式以及联合转化模式；戚湧等[12]参照科技成果类别认为，基础公益类科技成果应匹配政府主导转化模式，专有技术类科技成果应匹配市场转化模式，共性技术类科技成果应匹配介于政府主导与市场转化之间的混合转化模式；程燕林等[13]聚焦于微观的科研人员行为动力，根据科研人员从事转化工作的动力来源和动力强弱两个维度，将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分为内驱模式、推动模式、牵引模式、鼓励模式4种类型。然而，个体的行为错综复杂，有时难以区分行为动力的来源和强度，而且科技成果转化最终遵循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3]。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考虑科研机构层面的动力以及科研人员个体层面的动力。
现有相关研究多通过典型案例来介绍不同模式的成功经验，很少整合动力与过程这两类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分类框架，然而，任何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都可能遇到一系列问题，且各类模式通常有着不同的适用条件，需要因地制宜加以应用，如果不能辩证地分析各类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既不利于系统性认识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也不利于更加有效地将各类模式应用于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综上分析，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经验以及我国党中央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精神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驱动力出发，结合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分析比较不同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优缺点以及适用条件。
3  基于核心驱动力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分类
3.1  分类框架
科技成果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化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一些基础研究以知识创造为目的而并非以产业转化为目的，因此需要借助一定力量的驱动才能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驱动力是指对科技成果转化起核心驱动作用的主体，分为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个人两类。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和职责主要是教学、科学研究、知识传播等，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其核心职责与考核重点，因此，研究型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机构层面的驱动力，更多依赖科学家个人的动力。偏应用型的科研机构及新型研发机构以技术攻关为目标，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通常会针对机构及其科学家设置有关成果转化的考核指标，在机构层面的驱动作用下，科技成果转化的氛围更加浓厚、机制也更加健全。
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是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具体运行机制[9]，即一项科技成果从供给方转移到需求方的空间和通道[11]，可分为机构渠道、个人渠道和市场渠道。其中，高校科研机构普遍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或部门，负责管理本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个人渠道是指科学家通过私人关系或社会网络直接与有意向的企业对接并实施转化；市场渠道是指科学家借助市场化的科技中介机构进行转化。由于个人渠道和市场渠道都不依赖于科学家所在科研机构，因此本研究将二者合并。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科技成果转化核心驱动力、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两大维度，使用二维四象限分析法将科技成果转化分为3种模式：个人委托转化型、个人直接转化型和机构驱动转化型（如图1所示）。
【图1中，“转化渠道”文字方向不正确，文字方向如右图所示：[image: ]；图内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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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3.2  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
3.2.1  核心特征
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是指科学家取得科技成果后，向所在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机构进行披露，委托其开展专利申请、成果转化等事宜。由于研究型大学或传统科研机构以教学或基础研究为主要任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并非硬性要求，因此在这种模式下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依靠科学家个人的动力来推动。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是当前最普遍的转化模式，基本流程如下：首先，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披露给所在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机构；而后成果转化机构进行评估，确定是否为其申请专利；专利授权后，科研机构拥有专利所有权，成果转化机构负责寻找该专利的潜在需求方；成果转化机构与需求方进行谈判，签订转化合同，并负责专利许可费用的收取和利益分配。
3.2.2  代表性案例：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设立于1970年，专门负责本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OTL在收到教职工和学生的发明披露后，评估这些发明的商业潜力，为有潜力的发明申请发明专利并推动其商业化。在OTL运行的50多年里，共收到11 407件发明披露，申请了4 832件专利，签署了5 261项专利许可协议，累计获得超过21亿美元的专利许可收入[14]。斯坦福大学首创的OTL模式是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的经典模板，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高校的学习对象。我国研究型大学普遍参照借鉴这种模式。
3.3  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
3.3.1  核心特征
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是指在特定情况下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以自行实施转化。科研人员通过关系网络、市场化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来协助推动成果转化，或者直接联系有关企业签订协议进行转化。在过去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律法规不太健全的情况下，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表现为科研人员绕过所在科研机构直接与企业对接并实施转化，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等风险；在当前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的情况下，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归科研单位所有，个人无权直接联系企业进行转化。根据我国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精神与实践，以及美国技术转移的政策实践，科学家个人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在成果转化机构不提供转化支持的情况下，个人可以自行申请专利并实施转化。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规定，政府设立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持有的职务科技成果，在不变更权属的前提下，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以与本单位依法签订协议实施转化；单位自职务科技成果在本单位登记后，无正当理由超过1年未组织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以自行投资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转化。斯坦福大学[15]也有类似规定，如果OTL拒绝为某项发明申请专利，发明人可以申请自行开展成果转化[16]。
二是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科技部等九部门2020年5月印发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试点单位可以结合本单位实际，将本单位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或接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形成的，归单位所有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团队），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团队）成为共同所有权人。2022年发布的《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提出，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参考纳入国家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的经验，制定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决策机制，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职务科技成果将所有权或10年以上长期使用权赋予成果完成人（团队）。
3.3.2  代表性案例：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以明确科技成果权属为突破口，在全国率先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小岗村实验”，改革的核心是“3个转变”，一是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由纯粹国有制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二是由先转化后确权转变为先确权后转化，三是由奖励性利益转变为可转化权利，旨在解决职务发明人有动力转化、没有权力转化，单位有权力转化、没有动力转化的问题[17]。2016年1月出台的《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学校和科研人员按照3∶7的比例共享专利所有权[18]，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实践效果与理论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专利法》和《科技进步法》的修订。
3.4  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
3.4.1 核心特征
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是指科研机构本身就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使命，精准对接科学研究与产业转化，科学识别和部署面向产业的科学研究工作，积极推动科学家开展面向市场的研究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中的机构主要是指新型研发机构。根据科技部印发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可依法注册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新型研发机构与传统科研机构的主要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新型研发机构与传统科研机构主要区别
	项目
	传统科研机构
	新型研发机构

	宗旨
	“科研+教育”
	“科研+教育+产业+资本”

	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
	部分采用理事会管理

	人员管理
	事业单位编制
	市场化管理

	工资制度
	固定工资
	市场薪酬

	收入来源
	财政经费为主
	竞争性经费为主

	产业对接度
	相对较少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资产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
	相对灵活

	主管部门
	上级行政部门
	业务指导部门及合作机构



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与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大体一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科研机构以科研和教学为主要职能，科技成果转化可能只是副产品；新型研发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使命，因此驱动科技成果转化向前和向后延伸，提供更加丰富的转化服务。其中，向前延伸是指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技成果供给方（高校、科研院所）或科技成果需求方（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在选题阶段就吸收多方意见，增强对供给方技术信息和需求方市场信息的把握和理解，识别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向后延伸是指新型研发机构比传统科研机构更注重成果的深度应用，通过为现有技术接收方提供支撑服务以及培育新的接收方，进一步推动技术产业化进程[19]。
3.4.2  代表性案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是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于2006年2月共同建立的，实行理事会管理，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深圳先进院由9家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先进技术学院、多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多支产业发展基金、多个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新型专业科研机构等组成，打通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深圳先进院采取科研与产业化结合的双螺旋战略，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签订工业委托开发及成果转化合同超过700个，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申报超过800个，累计孵化企业1 186家，持股301家先进院，成为我国新型研发机构驱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典范[20]。
4  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优势、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及适用条件
4.1  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
[bookmark: _Toc23557][bookmark: _Toc19759][bookmark: _Toc91832363]4.1.1  优势
（1）专业化机构和人才提供全链条服务。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依靠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综合性服务。以斯坦福大学OTL为例，该机构的使命是帮助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产品。专业化人才队伍是OTL高效运行的保障：OTL的工作人员是连接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中介型服务人才，能够为一项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提供“一站式”服务；OTL的技术许可人员拥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背景，通晓法律、财务、市场、金融、经营与管理相关知识，不仅具有丰富的技术转移工作经验，还具备较强的商务谈判能力。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充分发挥技术经理人的优势，为科研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专业便捷的服务。
（2）规范化制度流程提升转化效率。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遵循规范的转化流程。例如，斯坦福大学OTL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可以归纳为发明与技术披露、发明专利申请以及专利商业化3个阶段（如图2所示）。OTL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予以明确规定，并通过官方网站、发明者手册等形式公开说明各个环节的流程规范与关键要点。该模式下科技成果转化流程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一方面保障了科研人员、企业等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图2内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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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2  斯坦福大学OTL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

（3）合理化收益分配激发各方转化动力。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在收益分配方面兼顾各方利益，一方面保证发明人及其所在院系能够分享专利许可收入，激发科研人员的转化动力；另一方面保障技术转移机构可以获取一定收益用于日常运营，赋予技术转移机构及工作人员更大动力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例如，斯坦福大学的OTL从成立之初就自负盈亏，拥有基本独立的财务预决算系统，负责专利许可费用的收取和分配，主要有现金分配和股权分配两种方式。其中，现金分配采用“三三三”制，将总收益的15%作为OTL的运营经费，其余平均分配给技术发明人及其所在院系——1/3给发明人、1/3给发明人所在系、1/3给发明人所在学院[21]。OTL接受股权代替现金作为专利许可费用的一部分，技术转让所获总股本的15%归OTL作为行政股份，剩余股权将由发明人（1/3）和OTL研究基金（2/3）共同分享[21]。
[bookmark: _Toc91832364][bookmark: _Toc5418][bookmark: _Toc18955]4.1.2  面临的问题
（1）高校科研机构专利数量多但转化率较低。2019年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2 032所高校及其附属医院专利申请数为33 0375件，专利授权数为206 036件，专利出售合同数为9 229项[22]。2020年我国科研单位和高校的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只有11.3%和3.8%[2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20年美国大学收到发明披露数量为27 112件，新增发明专利数量为17 738件，专利许可数量为10 050项[24]。由此可见，尽管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但是产业转化率较低，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的问题。
（2）专业化机构和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薄弱。《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9（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全国高校院所中仅有30.1%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已设立机构在职能定位、专业人才、服务水平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25]。其他未设立专门转化机构的高校院所，则主要由科技管理部门（如科研处、科技处等）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高校下设的科技管理部门本质上是行政单位，缺乏市场化运行机制，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在人才队伍方面，我国高校转化机构平均仅有6.6名工作人员，而斯坦福大学OTL的员工数量在50人左右，且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工作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成果转化工作经验，大多仅承担资料审核、登记与归档等行政事务工作，很少参与需求对接、市场营销等核心环节[26]。
（3）部分制度和政策制约科技成果转化有效开展。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事业单位，根据2019年修订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国家下达给事业单位的科研经费、事业单位所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科技成果转化收入除去研发成本和人员奖励后的剩余部分，需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及时、足额缴纳国有资产收益，如果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单位或个人需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一些高校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为规避领导决策风险，采用稳妥但繁琐的做法，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bookmark: _Toc7288][bookmark: _Toc91832365][bookmark: _Toc18345]4.1.3  适用条件
（1）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需要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引导、激励和制约作用，营造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境。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美国自1945年起就颁布了一系列推进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的法律，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各大高校也不断完善配套政策，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与管理办法，明确科学家、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的收益分配方式，激发相关主体的转化热情。
（2）技术市场环境不断优化。技术市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类技术交易场所、服务机构和技术商品生产、交换、流通关系的总和。美国的技术市场十分发达，技术市场在美国高校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美国高校与企业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得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寻找到合适的技术需求方。此外，美国的科技中介和风险投资等要素较为活跃，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造了一个功能逐步完善、环境不断优化的技术市场环境。
（3）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专业高效。在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中，科学家将研究成果委托给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予以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因此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和服务水平是影响该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有研究表明，根据本机构转化需要设立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并且配备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工作人员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良好成效的关键[27]。由此可知，要想使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高效运行，就需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以及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4.2  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
[bookmark: _Toc3914][bookmark: _Toc91832368][bookmark: _Toc5637]4.2.1  优势
（1）更大限度保护成果完成人的利益。如果科技成果转化部门经评估后决定不为某项科技成果申请专利，或者长时间未能推动某项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并不代表对此项科技成果“判死刑”。由于科技创新的前沿性、未知性，一些科技成果的创新价值和应用价值很难在不同群体之间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成果不具备转化价值。科技成果完成人有权自行实施成果转化，并且有可能获得科技成果所有权（具体参照单位规定），这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科技成果完成人的利益，也避免因成果转化部门的判断失误而造成损失。
（2）激发成果完成人的转化积极性。在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中，科技成果完成人将自行承担转化的风险和收益。当科技成果所有权转移至成果完成人后，成果完成人将获得更高的转化收益，其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将大大超越其他主体（包括成果转化部门）。
（3）弥补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的流程缺口。美国《拜杜法案》并未强制规定科研人员必须向高校递交发明披露，因此在现实中，向学校提交发明披露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如果将判断科技成果是否转化的权力完全交给技术转移机构，但缺乏技术转移机构放弃转化后的流程规定，就容易导致成果完成人对技术转移机构的不信任，反而降低了科研人员主动披露科技成果信息的可能性。数据表明，在美国高校中，科研人员向技术转移机构披露的发明数量占其全部发明数量的比例不足五成，在获得专利的科研人员中，大约42%未通过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转化渠道[28]。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通过赋权个人直接转化，对传统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中容易忽略的末端环节进行补充完善。
[bookmark: _Toc1721][bookmark: _Toc91832369][bookmark: _Toc24058]4.2.2  面临的问题
（1）科学家面临“单打独斗”的困难局面。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包含众多环节，涉及市场、企业、客户等科技创新之外的诸多因素，如果科技成果转化部门经评估后放弃对某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可能意味着这项科技成果的市场前景不是非常乐观；同时，科技成果完成人尽管对成果本身非常熟悉，但其不一定了解市场情况，可能存在对成果的市场价值过度乐观的问题；此外，科学家的本职工作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不一定擅长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的商务谈判、投资等事宜，在没有专业机构帮助的情况下无疑增加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
（2）规则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腐败。在我国早期科技成果转化规则不清晰的情况下，科学家通过个人利益关联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容易滋生国有资产流失等风险问题，例如，清华大学教授付林将科技成果与其亲属成立的公司进行合作，致使其面临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多项指控；此外，时任浙江大学工程中心副主任的褚健，被指控在担任浙江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和项目负责人时利用职务便利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该时期浙江大学股权转让大多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程序，往往暗含着转化经费被挪用、成果转化失败等巨大隐患。
[bookmark: _Toc91832370][bookmark: _Toc6233][bookmark: _Toc14911]4.2.3  适用条件
（1）科技成果权属清晰且规定明确。明确成果完成人的成果所有权和使用权，规范成果完成人可自行实施转化的条件和流程，有助于规避可能产生的内部交易等腐败风险。
（2）科技中介服务业市场活跃。在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下，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部门所能提供的帮助有限，科研人员需要自行寻求市场帮助。如果科技中介服务业市场较为活跃，科研人员就能比较便捷地找到合适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中介机构的助力下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4.3  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
[bookmark: _Toc91832373][bookmark: _Toc31129][bookmark: _Toc17925]4.3.1  优势
（1）机构层面具有强大驱动力。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机构层面具有强大的驱动力，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不仅仅依靠个人动力。首先，新型研发机构的目标定位就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使命决定了其从创新源头就要考虑如何解决成果转化问题，促成科技与经济的对接。其次，新型研发机构的市场化运营属性决定其必须走向市场，新型研发机构设立为市场化运行、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必须通过自我“造血”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最后，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新型研发机构不只专注于原始创新、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中的某一个环节，而是采取多元业务布局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使得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有效衔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2）多方共建汇聚优势资源。新型研发机构采用多方共建模式，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都可以担任投资主体。高校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优势，但缺乏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管理经验；科研机构能做好技术，但未必能做好产品和市场；企业有灵活的运营机制，但是在风险抵御和人才吸引上存在短板。新型研发机构将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配套设施，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市场信息、产品生产线与经营管理体制等优势资源进行汇聚与整合，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29]。
（3）市场化运作克服行政体制弊端。新型研发机构是具有决策权的独立法人，一般采取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运行机制，遵循企业化管理模式。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是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够避免原有管理体制下组织运作僵化的困境，提高机构运作效率以及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传统科研机构侧重考核论文、专利，对于成果转化的激励较弱；新型研发机构重视考核科技成果转化绩效，采取合同制、匿薪制、动态考核、末位淘汰等市场化管理方式，以打破传统科研机构“铁饭碗”薪酬制度[30]。例如，深圳先进院的考核指标包括专利申请数量与质量、孵化企业个数、产业合作金额等，在全员聘用制基础上实行末位淘汰制，保持年均15%的人员流动率【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
[bookmark: _Toc19782][bookmark: _Toc91832374][bookmark: _Toc7251]4.3.2  面临的问题
（1）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体系不完善。新型研发机构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我国尚未出台对新型研发机构进行规制的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表述值得商榷。1996年我国开始出现新型研发机构。最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已将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一类法定创新主体写入了法律。这些发展和进步要客观体现】，国家层面对新型研发机构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各地认定标准参差不齐，普遍较为宽泛和模糊，导致新型研发机构尚未在现有科技体制中明确定位，相关政策优惠难以针对新型研发机构自身性质进行精准施策[29]。一些新型研发机构由于无法认定，难以享受到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转化激励、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31]。
（2）部分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不强。不同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情况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32]。部分机构经过发展与沉淀，已经可以独立健康运行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仍有大量机构自我“造血”的能力较弱，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资金的补贴和奖励以及一些税收类、人才类扶持政策，尚未形成多元灵活的投入模式，例如，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的收入中，来源于政府的高达77%，而来源于市场化的仅为23%[33]；部分机构甚至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维持生存与发展，例如，截至2021年3月，广东省科技厅通过“飞行调研”的考察制度共淘汰了46家不符合要求的新型研发机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机构的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较弱[34]。
（3）容易产生多头管理的问题。新型研发机构具有多元投资主体的特点，各类主体之间异质性较强，尚未形成高效协同机制，容易产生多头管理问题[32]。一方面，新型研发机构直接受投资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共建方的地方政府也需要对其进行监管，因此出现部分机构在经费支出、采购、工程建设、薪酬制度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既要满足高校、科研院所的管理要求也要满足地方政府管理要求的状况，从而导致管理程序和制度较为复杂，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效率。
[bookmark: _Toc8346][bookmark: _Toc91832375][bookmark: _Toc18610]4.3.3  适用条件
（1）适用于跨区域的产学研深度合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党中央从严控制异地办学、新申报设置事项的学校，本着平稳有序原则对现存高校异地校区进行逐步清理和规范，因此，对跨区域引进普通高等院校设立新校区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港澳台地区高校除外）。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引进优势高校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成为更加可行的选择，有助于整合多方资源促成产学研深度合作。
（2）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精准到位。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新型研发机构实现良性运作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良好运行的基础，因此需推进新型研发机构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新型研发机构的性质、职能、认定标准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此外，政府支持的力度、强度和精准度是新型研发机构高效运行与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需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简政放权，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经济发展和创新生态环境优良。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2 140家新型研发机构，其中江苏、湖北、山东、广东、重庆5个省市的新型研发机构数量占全国总量超六成[35]。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型研发机构在自主创新、收入规模、运行效益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36]。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丰富，资本市场活跃，科技金融和中介服务体系相对完善，为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的良好运转[32]。
（4）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能力较强。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能否有效运行，关键在于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能力，新型研发机构需要在组织内部对各类创新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高效配置，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微创新生态，实现科研、教育、投资、孵化“样样精通”，这对机构的组织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具体而言，要想使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有效运行，新型研发机构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雄厚的科研基础，包括先进的仪器设备和高层次技术人才；二是足够的研发经费投入；三是具有较高研发水平与经营管理能力的专业复合型人才；四是去行政化的体制机制和较强的市场运营能力[37]。
综上，3种转化模式的比较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常见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比较
	项目
	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
	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
	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

	核心驱动力
	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
	科研机构

	转化渠道
	科研机构
	个人/市场
	科研机构

	典型案例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
	西南交通大学
	深圳先进院

	优势
	专业机构/人才提供全链条服务；
规范化制度流程提升转化效率；
合理化收益分配激发转化动力
	更大限度保护成果完成人利益；
激发成果完成人的转化积极性；
弥补个人委托转化型流程缺口
	机构层面具有强大驱动力；
多方共建汇聚优势资源；
市场化运作克服行政体制弊端

	在我国面临的问题
	专利数量多但转化率低；
专业机构/人才队伍建设薄弱；
部分制度和政策的制约
	科学家“单打独斗”面临困难；
规则不清晰情况下容易导致腐败
	法律规范和政策体系不完善；
部分机构自我“造血”能力不强；
容易产生多头管理的问题

	适用条件
	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
技术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专业高效
	科技成果权属清晰且规定明确；
科技中介服务业市场活跃
	跨区域产学研深度合作；
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精准到位；
经济发展和创新生态环境优良；
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能力较强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驱动力和转化渠道，总结出3种科技成果转化的常见模式，即个人委托转化型模式、个人直接转化型模式和机构驱动转化型模式，各种模式有各自的优势，在我国现阶段的实践中也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应当充分考虑各种模式的优势、面临的问题及适用条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并且为提升不同模式的转化成效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对于研究型大学和传统科研机构，应当设立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引进和培育专业的成果转化人才；制定清晰明确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与实施方案；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或也可根据自身情况与政府、企业等主体联合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对于新型研发机构，应当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研发体系，大力推广技术商业化发展模式；加大对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引育力度；实施市场化运行机制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强化新型研发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此外，针对新型研发机构这类新型创新主体，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范，进一步提升对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强度和精准度，激发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活力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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